
朱子学与经学研究的新突破 
评蔡方鹿先生的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束景南 余全介 

冯友兰曾把中国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时代称为经学 

时代。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朱熹作 

为中国封建社会继孔子之后影响最为巨大的儒家代表人 

物之一，其实他首先是一个经学家，其著作也主要是经 

学著作，研究其理学或者其他思想本来都应该建立在对 

他经学研究的基础上。然而，历来人们都主要把他作一 

个理学家来研究，集中研究朱熹的理学思想，而对朱熹 

经学思想的研究几乎留下大片空白。与朱子学的其它分 

支相比，朱熹经学的研究显得相当滞后，一般在现代学 

者的专经通史、断代的经学史及较少的几部经学通史中 

有相关的章节对朱熹经学进行了简要的研究。这些研究 

固然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对朱熹经 

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发掘：专经通史只是关注朱熹经学 

的某一个方面，其中研究较多的就是朱熹的 《诗经》 

学；<尚书》的通史当然只着重蔡沈的 <书集传》，至于 

朱熹的 《易》学、《春秋》学和 《礼》学则是少有论及。 

此种情形下，蔡方鹿先生的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656页，49万字。以下皆 

简称为蔡著)的出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 

部全面系统研究朱熹的经学思想的专著，是对朱熹思想 

研究的新突破新开拓，填补了朱子学与经学 (宋学)研 

究的空白。 

蔡著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面四章为第一部分，是 

对中国经学史的宏观研究，为后面对朱熹经学的研究提 

供了一个学术的背景和历史参照。第五章至第十一章为 

第二部分，把朱熹经学分为具体的各个门类进行剖析， 

这是全书的重点和主体。第十二章至书末，在分门别类 

对朱熹经学进行研究之后，对朱熹经学的特点、经典诠 

释学、地位和影响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可以说，蔡著第 

一 次深入地对朱熹的经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深刻揭示了朱熹经学的思想的特点，揭示了朱熹的经典 

诠释学，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超越了前人。 

一

、 宏阔的经学文化视野：点、面、线三结合的研 

究方法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研究朱熹经学的最大特色， 

首先就是它的宏阔的经学文化视野，作者采取了点、面、 

线三结合的研究方法，这实际就是一种宏观探讨与微观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关于此书的研究的方法，作者有这 

样一段说明：“鉴于朱熹经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 

产物，是经学中宋学的重要理论代表，所以应结合中国 

经学思想发展史、宋学思潮来研究朱熹的经学思想，把 

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朱熹经学为 

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 

面、线三者结合，在相互联系中，作纵横比较，全面、 

系统、深入地去研究朱熹经学的理论构成、特征及其在 

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脱离宋学和整个中国经学的演变发展去孤立地研究朱熹 

经学。”蔡先生对 “点、面、线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的阐述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以中国经学史和宋学作 

为朱熹诸经学的思想背景，尽可能地为对朱熹经学的研 

究创造一个网络，使得站在朱熹经学的任何一个点上都 

可以追溯其渊源和发展历程；都可以通过对以后的影响 

来评价其意义和贡献；都可以对朱熹经学作出既客观又 

恰当的定位。 

蔡著对朱熹经学研究的超越前人的新突破与深入，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研究方法的正确的选择。何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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镛先生在<经学概说》中对专门研究经学家的著作作出了 

这样的评价：“这类著作作为后代记载，不能看出经学发 

展的趋势，且偏重于个人的成就，而看不出某一时期总的 

情况。”陈居渊在El本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的“出 

版说明”里面也表达同样的见解。可见对经学家进行研 

究不大容易揭示一个时期的经学大势和特色。为了避免 

此种情况，蔡著在以朱熹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注意揭示了 

他经学思想所处的宋学背景和整个经学思想在历史长河 

中的演变流转，深入地探讨了朱熹思想的渊源、对前人思 

想的发展、对自己思想的修正和调整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综合了专经通史、专经断代史、经学 

通史以及个人经学思想研究的长处和优点。例如，蔡著在 

论述朱熹《诗经》学的时候，就讲到朱熹《诗》学的宋学背 

景；讲到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兴起的原因和历程。宋代欧 

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对朱熹<诗》学的影响更是第七章的 

重点。朱熹关于《诗经》一系列经学思想提出的背景提出 

的价值以及对经学研究的影响都在后面的章节里一一提 

到。其中理会赋比兴一节，更是把朱熹之说与东汉郑玄郑 

众、唐代孔颖达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考查了他们在理 

解上的异同。对这种理解异同背后的治经理念也进行思 

考和推究，而这种治经理念往往关涉时代的经学思潮。这 

样一来，就容易使读者对<诗经》研究的经学史脉络有一 

个大概的了解；对宋代<诗经>学的兴起、思想内容、特色 

和影响都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对宋学勇于怀疑、破除陈见 

的总体风貌也有了一个具体而实在的把握。对朱熹经学 

进行的这种点、线、面相结合的研究，克服了传统以经学家 

为研究中心所必然具有的缺陷，它超越了仅仅罗列经学家 

著作的形态，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这种融合专经通史、 

专经断代史和经学通史的研究方法，使人对研究对象所处 

的时代的经学思潮有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印象，从而， 

对于准确把握朱熹的经学思想有极大的帮助。 

蔡著把朱熹的经学思想放到整个经学史和宋学思潮 

的发展中，对朱熹经学的七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了具体详 

尽的个案研究，然后，把个案研究所得的结论进行深度挖 

掘，从而总结出朱熹经学思想总的本质层次的特征。这里 

不妨以蔡著在朱熹<礼》学思想研究上的开拓创新为例： 

相比朱熹经学的其他组成部分，朱熹《礼》学思想的 

研究显得更加薄弱。周予同先生《朱熹的经学》里面对朱 

熹《礼》学思想做了初步的研究，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 

题：第一，三礼的历史；第二，朱熹《礼》学的古文家立场； 

第三，朱熹对三礼关系论述的论定。周予同先生认为： 

“朱熹于《诗》不信毛郑，于书置疑《古文尚书》，如按以两 

汉家法，则当排斥《周官》，尊信<仪礼》；然经学上之宋学， 

自有其主观上之立场，而非家法之所能限。故朱熹之于三 

礼，以《周礼》为周制，《仪礼》为未备，而于《礼记》加以贬 

抑。”又认为“此种以<仪礼》为未备而惋惜《逸礼》亡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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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实俨然古文家言也”。周先生把朱熹<礼>学思想归 

为经古文学家一类，认为“故以经学言，朱熹多因袭之论， 

而以礼制言，则朱熹亦自有其创见也”，虽然肯定朱熹制 

礼的努力，但是从主体上否定了朱熹的<礼>学思想作为 

经学思想的学术价值。蔡著在全面研究朱熹经学的过程 

中，发现强调经传相分可以说是朱熹经学一以贯之的特 

点：在对<大学》研究时，朱熹把“四书”之首的<大学>分为 

经一章传十章的经传两个部分，以提出和解释三纲领八条 

目的内在逻辑，把<大学》分为经和传的两个部分；对待 

<周易》，朱熹把<周易》分为上下经与十翼经传两个部分， 

在他的<周易本义》里，他把十翼从基本的经文中分离出 

来，列于上下经之后，体现了经传相分的原则：在<诗经> 

方面，朱熹提出<毛传》“不与经连”的经传相分的思想；对 

待《孝经》，朱熹同意<孝经》是孔子自著的观点，把<孝经> 

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经文部分是<孝经>的前六章，朱熹 

将其合为一章，作为经文，认为经文是曾子门人记孔子曾 

子问答之言，其传文部分为经文以下的内容，朱熹把传分 

为十四章，不与经文混合在一起。同样，朱熹的<礼>学思 

想也具有经传相分的特点，蔡著认为朱熹以<仪礼>为经， 

<礼记》为传的思想，是对宋学中王安石新学一派的批评， 

亦是其经传相分、不以传废经思想的表现。 

了解这个总特点，给蔡著分析朱熹<礼>学思想提供 

了背景知识的支持：基于朱熹在研究其他经书也大都强调 

经传相分的特点，所以<礼>学中的经传相分相合就不是 
一 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体现了朱熹一贯的治经风格 

和特点，经传相分是朱熹<礼>的根本观点。这一认识表 

现了对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逐步深化，是在发现朱熹经学 

总特点之后对它的具体组成部分再次进行的深层次的研 

究。蔡著认为：“朱熹提出经传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为 

了克服只讲传注，不重经义，或只重阐发传文之义理，而脱 

离经文之本义的偏向。从而把经文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以作为经学的基础，强调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道理 

应从经文本义中得出，或通过以义理解经来探求，但反对 

以推说义解经，以就己说。这正是朱熹唯本义是求解经原 

则的充分体现”。蔡著由此敏锐地察觉了朱熹经传相分 

总特点在<易》学和《礼》学中具体运用时的细微而重要的 

差别：同是经传相分的特点，“其<礼>学的侧重点在于经 

传相合。朱熹易学经传相分，复古<易>之旧的目的，乃于 

说明<周易》的《经》这部分本为 I-筮而作，不应将<传>对 

义理的发挥与《经》的 I-筮混为一谈。而朱熹《礼》学的经 

传相合，则是为了便于学者理解<仪礼>经文的本义。虽 

然是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而发，目的都是为了强调和突出 

经文本义的重要性，其易学是为了强调<易经>的本义是 

I-筮，而其《礼》学则是为了方便学者了解<仪礼>经文的 

本义为何”。虽然经传相分与相合，都是为了直求经文之 

本义，都是以经为主，而以传为末，传注等材料是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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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经义的。但是，揭示经传相分这一总特点在运用上的 

具体差别，表现了蔡著对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细 

化。对细节执着的钻研又为充实朱熹经学总特点的研究 

提供了更感性的实证的支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蔡 

著研究模式上的优势。这里不妨再看一下周先生在这个 

问题上的说法和蔡著的纠偏： 

周先生把朱熹《礼》学中经传相分的思想与朱熹推重 

<周礼》联系在一起，得出朱熹重视信赖<周礼》的结论，并 

进而推定朱熹经古文学家的立场。实际上，经学相分和相 

合作为朱熹治经一贯的特点，这个特点具体到<礼》学的 

运用虽然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是都是为了重视经义本身， 

也就是说为了强调<仪礼》作为经义载体的重要地位，而 

不是出于古文家的立场对<周礼》进行推重，并不能以此 

作为朱熹的古文家立场的一个证据。其实，朱熹对《周 

礼》的推重也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蔡著在“因与时”一节对 

此进行了客观又实事求是的分析：“朱熹以<周礼》为纲 

领，既强调‘礼，时为大，’变革其流弊，随时变通，以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主张因与时相结合，不以其流弊而否 

定<周礼》，对于三纲五常等礼之大本大原，则须护持而不 

可变。在维护纲常不变的前提下，又主张贯彻简易疏通， 

易知易晓的原则，目的是为了以礼来治国立教，体现了儒 

家礼治的精神，亦是朱熹治经为现实服务思想的体现。” 

因与时都不应该脱离对方而存在，对立又统一，这种看法 

更合理也更加符合朱熹经学的实际。其实，朱熹经学思想 

中因时结合法也体现在他对《大学>的研究中，蔡著所以 

从朱熹《礼》学思想中挖掘出“因与时”的观点，与它对朱 

熹《四书>学中《大学》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简言之，点、面、线三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蔡著可以 

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便于得出全 

面合理的总的结论和评价，这种高屋建瓴的结论和评价与 

蔡著对朱熹经学某一具体门类经学的深刻挖掘和研究相 

辅相成，全面关注与深刻挖掘互相依靠、互相促进。从而 

使得蔡著在朱熹经学研究的很多重要问题的看法都超越 

了前人，把朱熹经学思想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准确的派别定位：汉学与宋学的集大成者 

经学的派别是经学通史、专经通史以及经学断代史都 

必须涉及的问题，对经学派别的不同观点往往可以影响对 

具体经学家的研究：首先它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定位；其次， 

因为定位不同它又影响对经学家成就和在经学史上贡献 

的评价。蔡著把朱熹定位为汉学与宋学的集大成者，认为 

他超越了传统经学派别的对立，是经学史上一个融通汉宋 

学诸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这一定位是十分准确的，是我们 

全面正确认识朱熹经学思想的基础。历来一般把朱熹简 

单归为义理经学派，或笼统归为宋学的代表。蔡著认为朱 

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兼取汉、宋，融会义理与训诂 

之学”。以此为指导，蔡著从朱熹经学的各个方面都具体 

揭示出了朱熹经学融贯汉宋学的特征。蔡著深刻揭示出 

朱熹经学的三大特征：“经传相分，直求经文本义；以四书 

学为基础，以义理解经；重训诂辩伪，”实际也恰好精辟概 

括出了朱熹经学的融贯汉学与宋学的特点。 

这种定位不光是一个划分经学派别的问题，它实际上 

就影响了对朱熹经学的准确分析和研究，即使在具体某一 

门经学的研究上也受到此种定位的影响。蔡著在全书第 

二部分对朱熹经学进行分门别类的专经研究时，也非常重 

视朱熹作为汉宋学集大成者所具有的特点。例如在朱熹 

<易》学上，周予同先生认为朱熹易学与程颐易学相对立 

而存在，分属宋《易》里面的象数、义理二派。“程、朱之 

<易》学，虽均属与汉易对峙之宋<易》；然程为宋<易》中之 

义理派，而朱则为宋<易》中之象数派，二人之立场固自不 

同”。周著进一步论述了其中的缘由：“朱熹之《易》，喜言 

太极无极，先天后天，其继承陈抟、邵雍象数之学，无可讳 

言。在朱熹之本意，或以为程颐《易传》偏于义理，故济之 

以象数，以维持其哲学上之调和统一的态度；殊不知学术 

上有绝不能调和统一者，于是程、朱之<易》学陷于敌派之 

嫌，此实非朱熹初意所及料也。”蔡著在这个问题上却认 

为朱熹对程颐和邵雍的易学都有扬弃和吸取，并不是最终 

站在了象数的立场。因为朱熹重视象数，重视义理来源的 

同时，又强调不能脱离象数和图书来谈义理，要从象数过 

渡到义理，象数就像朱熹眼中的古文经学家的训诂考据， 

它最终必须走向义理，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纯粹考据和训 

诂的层次。也就是说要全面把握朱熹<易》既重视象数图 

书的一面，也应该注意到他重视义理以象数 卜筮求义理的 

一 面。蔡著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认识与其对朱熹在经学 

派别上的定位有着紧密的关联。“朱熹以义理思想为指 

导，重本义，重象数，将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把宋 

易之义理派与象数派包括图书学统一起来的易学思想的 

提出，是对中国易学史上先前思想资料的吸取、借鉴、继 

承、扬弃和发展，亦是对宋代易学的总结和发展，而集其大 

成。在这个过程中，程颐的义理学和邵雍的象数易学等均 

对朱熹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看法是十分精辟 

的。根据蔡著，我们可以知道：图书是象数的来源，故朱熹 

借鉴邵雍等人的图书之说，以图解<易》。又以象数、卜筮 

求易理，认为象数以自然法象、阴阳之理为存在的根据，通 

过象数来推其蕴涵的理，并以占卜之辞作为即象推理的中 

介，义理的推说经历了由象数到卜筮之辞，再到义理的过 

程，这与程颐《易》说有所区别；朱熹提出理、象、数、辞未 

尝相离的思想．既肯定《易>的占筮本义，又不停留于此， 

而是主张于象数、占筮中发挥出义理来，强调义理建立在 

卜筮之辞的基础上，不得与象数相脱离，分别吸取了邵雍 

的象数易学和程颐的义理易学，并把两派综合起来加以发 

展，从而集宋代易学之大成。因此，尽管朱熹的《周易本 

义》不仅在版本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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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该把朱熹简单的视为程颐<易>学的对立面，朱熹的 

立场应该是以象数、b筮求义理，统一义理与象数两派，统 
一 了汉<易>学与宋<易>学。 

事实上，通过蔡著，我们可以知道：朱熹经学对起始于 

西汉时期的经学今古文两大对立学派进行了又一次重要 

的总结。一方面，朱熹经学对今文学派离开训诂小学专谈 

义理进行了纠偏；另一方面，古文经学溺于琐细考据，忘记 

“道统”而不求“义理”的做法在朱熹那里也得到了改正。 

蔡著虽然在分析经学派别根据朝代列为三节众多类型，然 

而，在后面分章对朱熹经学作分别的研究时，却往往不离 

这两个基点。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第一，在整个宋学给人 

以“空疏”的印象之后，置重点在朱熹对经学训诂的重视 

以及他对经书传注的造诣上面，无疑给人以朱熹融贯汉学 

的印象。第二，今天对宋学的评价日趋客观合理，不会完 

全站在乾嘉学派的立场对宋学发展经学义理持否定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挖掘朱熹经学研究中对义理的重视和着 

重，无疑使朱熹经学随宋学的被肯定而一起受到应有的尊 

重。第三，因为它可以既强调朱熹对今文学派的发挥，又 

可以突出它站在宋学立场上对汉学训诂考据传统的继承 

和发挥，这样就加深了朱熹作为一个融通汉宋学术的经学 

总结者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正是因为蔡著在评论朱熹经学时，充分注意到了朱熹 

其对经今古文学派的全面吸收和借鉴，所以在第十二章论 

朱熹经学的特征时，第二节以“以“四书”学为基础，以义 

理解经”为标题；紧接着第三节就把“重训诂辩伪”作为题 

目。其实，对朱熹经学的这种定位在第四章论述朱熹经学 

思想渊源时就已经提到了。蔡著认为“汉唐训诂之学”也 

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的渊源：“朱熹在治经学的过程 

中，明显受到以上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一定影响。他吸取 

其优长，批评其流弊，并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将训诂注疏之 

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经 

注材料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克服了宋学的流弊。这是他 

高出同时代理学家之处。溯其源，与他一定程度地接受了 

汉唐训诂之学的治学方法有关。”由此可见，蔡著对朱熹 

作为汉宋学的集大成者的论述实际上以另一个观点为其 

背景：那就是朱熹总结了整个自汉至宋的经学历史。当然 

也可以这样表述：朱熹全面继承自汉以来的经学今古文学 

派的优点并以此为基点对汉宋学进行了总结性和集大成 

性的研究。这种观点与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是很 

能吻合的。 

三、诠释学的文化视角：经学与理学的贯通 

朱熹的经学思想体系实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体系，他 

的经学是通过诠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对中国传统经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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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加以思想理论的创造，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学的经典 

诠释学。朱熹正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把他的经学与理学贯 

通融会起来。所以在他那里，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 

前人在研究朱熹的经学时，都没有注意到朱熹的经典诠释 

学体系。蔡著研究朱熹经学的新突破新开拓，又集中表现 

在对朱熹的经典诠释学的深入研究上。这是对朱熹经学 

更深层次的发掘。蔡先生自己认为：“本书从研究朱熹经 

学与中国经学的相互关系出发，在全面、深入探讨朱熹丰 

富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以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大量诠释 

及其诠释方法论为依据，从中概括提炼出朱熹的经典诠释 

学，以为创建中国的诠释学作出一些努力和探索。”对朱 

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是<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研究朱 

熹经学最具特色和最具开拓创新的方面。蔡著精密分析 

了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认为朱熹不仅从认识论上提出了一 

系列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而且建构起了本体论诠 

释学。朱熹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结合起来，他以经典原 

文和原义为经典诠释的依据，以义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 

典，提出了独特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包括训诂与义理相结 

合法、历史还原法、因时结合法、古为今用法、直阐本义法 

等，其中尤以训诂与义理结合法最具方法论上的指导意 

义。在这种经典诠释方法论下，朱熹又提出了具体的经典 

释读法：包括虚心切己法、熟读精思与多读书结合法、反复 

细绎法、阙疑法等。蔡著的这些分析是十分精辟独到的， 

它第一次揭示了朱熹的经典诠释学的秘密。可以说蔡著 

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是对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新的 

提升和深化，使我们可以透过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进一步看 

到朱熹经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的经学与理学的贯通、他 

的独特的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实际上，中 

国古代的经学都有自己的经典诠释学：汉学有汉学的经典 

诠释学，宋学有宋学的经典诠释学，清代经学(朴学)有清 

代经学的经典诠释学。因此研究经学，必须高起点研究它 

的经典诠释学，而我们历来研究经学恰恰都离开了它的经 

典诠释学。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在经 

学研究上开创了研究经学的经典诠释学的新路，意义十分 

重大。 

蔡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朱子学都深有研究，这次以朱熹 

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 

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来研究朱熹经学思想及其与中 

国经学的关系，在他本人是厚积薄发，开创了研究朱熹思 

想的新境界。蔡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是当今 

朱子学研究和经学研究深化的标志，相信本书的出版，必 

将进一步推动朱子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动经学文化的 

研究。 

(责任编辑 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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